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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組織的困局》 

回應：馬嶽 

 

第一我想先討論有關「創造敵人」的問題，我認為這是人類歷史上重複地出現的，因為你創

造一個共同的敵人，相對上是較容易的，因為你可以將社會上所有的問題歸咎給一個抽象的

敵人，當然那些問題不是自己社會的責任，然後就將責任推到別人的身上，例如最近就推給

「蝗蟲」身上，納粹黨如是....其實很多都是用這種方法，因為它是簡單地訴諸一些情感符

號，從歷史上來看這種創造敵人的方式是頗容易動員的。 

 

我認為香港的處境有一些複雜性在當中，因為它結連了幾個不同的東西，首先香港相對地已

有歷史根源的、深層的對內地的歧視和偏見，這是由《網中人》、阿燦年代已經開始歧視，

第二是中國政府對香港自治的控制，而沒有民主政制很多時被視為香港社會問題的根源，包

括官商勾結，因為官商勾結是立法會功能組別以及小圈子選舉而造就了商界主導控制香港的

力量。所以這幾方面的結連就被歸咎到一個好像是外在的因素，而這個外在的因素好像只是

除掉就彷彿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坦白說即使在西方成熟民主社會仍然有 8-10%的支持極右

政黨的群眾，是揮之不去的，只不過他們反對的對象不同，如土耳其人、越南人、黑人等。 

 

如香港的公民社會裡有部份人也是如此看問題的話，這種分裂性就會很強，所以就會回到許

寶強剛才提問何謂「進步性」的問題，我們由七、八十年代直到今天出現的很多問題，其實

我們的公民社會沒有完全處理過與中國的關係，例如十年八載前呂大樂經常問一個問題：在

全球化底下，當中國的經濟快速增長的時候，全球區域(如珠三角)分工裡，香港應該扮演甚

麼角色？但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他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好幾年了；在這個背景下，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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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金融業、經濟轉營、產業結構等到底扮演甚麼角色？這個問題可能會牽涉其他層面的

問題，例如老人如未能負擔香港的消費生活，他們是否應移到珠三角地區養老？如是，香港

的社會政策應如何配合？大家其實沒有很認真地思考過這些問題，如果問「進步性」是否指

一個社會主義式的想像？或是平均主義式的想像？還是香港很多進步的知識份子其實是自由

主義者，相對地相信平權、自由的社會？但我認為近年令大家很不安的趨勢就是很快就扣帽

子，例如「大中華膠」、「大中華左膠」......跟著大家就失去對話的機會，例如大家到底想

香港在九七年之後經濟結構與轉營應該如何實行？這些經濟濟政策、勞工政策、人口政策等

應如何配合？如果談責任其實是屬於每個人的，但近年的社會氣氛的確難以進行實質的政策

討論，因為很快就變成扣帽子的狀況。 

 

這兩天我看到梁文道的文章談「包容」，我理解是如果我們相信公民社會裡的邏輯，即是就

算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你仍然是我鄰居的話，他們仍是社會的一份子的前提下，你仍然是思

考如何與他們共處。這種講法亦被網民痛罵，罵為何要包容？這樣就難以討論下去了，因為

如果我們公民社會連一些很基本的，如「我不同意你但仍然會包容」的原則也不接受的話，

這樣真的不知道如何展開討論了。因此大家理解的「進步性」到底是甚麼？我認為這真的是

討論不足的，例如問「革命到底犯了甚麼錯誤？」組織化的問題我剛才未有提及，我自己的

印象是，香港公民社會一方面當然不夠資源(金錢、人力)，這特別是相對於左派組織，他們

無論是資源、組織及人力上仍是相差很遠。 

 

我認為林藹雲提出的 Patron-client，左派組織包括利用了官方的行政資源，他們重要的基礎

就是「物質利益」的交換，他們可以提供一些物質上的好處而攏絡市民，而左派傳統另一個

特色是 labour intensive，即很多人向你噓寒問暖、照顧你生活需要，甚至生病會為你介紹



3 

 

中醫....老實說我們很難做得到這一種人際關懷式的組織工作，不知道這是否跟中產的心態有

關？因為中產的心態是「自己搞掂」，因此我相信社區式運動在社區中是比較可行的，但一

關乎到離地中產就有難度。其實八十年代的時候，香港的社會運動、民主運動很強調以民主

帶動民生，然後告訴市民可以透過參與民主而改善民生，但觀察近十年來這種說法並沒有明

顯的效果，特別是正式的民主政制(如：選舉)，因為對手做得比我們好，我相信這是一部

份。第二我認為香港的公民社會組織比較抗拒將組織形式化、層級化或變得官僚，於是一去

到聯盟、交會費，或是大家合資請職員的時候大家就不太願意了，這可能跟歷史背景和資源

緊絀有關的，我認為大家都要去思考在社區組織層次，如果社區真的有很多錢的話，到底我

們可不可以有更好的集結或連合？ 

 

本文根據 2013 年 8 月 10 日《公民社會往何處去？「零三七一大遊行」十周年公開論壇》發言内容

整理。 

 


